
文化是一种社会生活世界的整体呈现形态，

正如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所言，“文化

不仅仅是智性和想象力的作品， 从根本上说文化

还是一种整体性的生活方式。 ”［1］（P337）在人类

社会发展进程中， 人们在共同生活实践过程中彼

此间展开主体性的交往行动，不断感受世界，反省

体验，完善自我，建构意义与累积知识。 在此过程

中，人们产生出一种文化世界观，并逐步而持续性

地在建构自身、 社会生活世界乃至整体性世界意

义进程之中，形成表征这种意义的宗教信仰、风俗

习惯、知识体系、文学艺术、道德法律以及规范制

度等外在呈现形式， 这些呈现人类主体的意识与

意义的可感知的样式便是文化。 由此可见，文化最

初是从人类社会生活之中生成，并向外延展开，直

至覆盖整体世界； 同时文化则呈现出世界的多姿

多彩内涵，赋予生活世界以存在意义，推动人类文

明进程。 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文化就是整体社会

生活方式：生活世界也是意义建构的文化世界，文

化世界则是文化表征下的生活世界。

美国人类学家克拉克·威斯勒（Clark Wissler）

认为，在社会生活实践中，由个体活动的总和所形

成的生活范围就是称之为文化的基本现象［2］

（P5）。 这些“文化是由人类反思性思维发展出来的

积累性结构。 ”［2］（P251）它们影响着我们的世界

观与价值观，再诠释着交往行动的意义，形塑着个

体的自我与我们的生活方式， 生产着生活世界的

公共性。 甚至文化可以转化为整合某种目的性的

话语与论证体系， 以此试图阐释特定合意性的存

在之物的价值与合法性， 并经由文化的心理学上

的影响力与认同力，展开思维与行为之规训，产生

政治学与社会学上的治理之意图。 因此，在某种程

度上，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文化是一种影响力、规

训力与认同力， 成为一种微观的知识型的隐性权

力。 这正如斯图亚特·霍尔（StuartHall）所言，“文化

已经改变了权力的概念， 原来我们简单地以为权

力存在于政府或军队，而今，权力无处不在，从家

庭到性别关系，到体育活动和人际关系，我们自身

的身份和主体性都是文化构成地”［3］（P24）。 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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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山： 文化权力： 文化政治的内在机理

权力的文化弥散在整体性的社会生活过程之中，

成为社会团结与结构编织的内在绵软力量， 它供

给着社会权力运行的不竭活力源泉， 支撑起整个

社会权力大厦。

具体而言， 作为文化政治内在机理的文化权

力主要经由以下四种文化形态来展现其权力意志

与运行机制。

一、话语体系：意义建构的权力

语言与意识都是社会性的存在产物。 实质上，

“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

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

实的意识。 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

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 ”［4］（P35）由

此可见， 语言是在满足人类交往的迫切需要过程

之中， 人们经由自身意识的感知而展开意义建构

的符号系统。 可以说，“语言是文化的核心部分，是

所有符号系统的内核。 ”［5］（P40）作为符号系统的

语言就成为组织与分类我们所经验到的世界以及

形成周围世界意义的表达形式。 经由语言的转译，

我们能够把握现实生活世界的意义， 形成对现实

生活世界的理解。 语言，既是意识与思维所形成文

化的代际传承载体， 也是主体间交往互动所形成

的生活世界的现实阐释工具。 在现实社会生活中，

语言， 既可以真实地交流关于日常生活世界意义

的思考，增进主体间的彼此理解，也可以误导或悖

论性地产生“曲解”，出现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所言的“曲解的交往”。 由此可见，语言

是权力存在与运行的重要领域： 在语言生产与语

言运用中，存在着权力印痕；在语言结构与语言形

式中，隐藏着权力机理。

在对语言的认识过程中， 由语言范畴逐步拓

展成话语体系。 马丁·海德格尔（MartinHeidegger）

在提出“语言是存在的家”与“说话的是语言，而不

是人”的思想基础上，初步将“说”与“言”区别开

了。 在他看来，“言和说不是一回事”：在日常生活

世界中，主体间的说话交流是“说”；而“言可以有

声，也可以无声”。 在借鉴海德格尔这一思想观点

基础上，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de Saus－

sure）进一步探讨了“言语”与“语言”的差异。 他认

为，语言具有稳定的内在结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

转移的代际相传的系统， 它规定着人们关于意义

世界或文化世界的理解； 言语则是个体交流沟通

所说的话语的总和， 体现着说话者的意义理解与

个性特征， 它只能在特定交往行动所形成的对话

语境之下才能对其真实的意义加以理解。 前苏联

著 名 文 艺 理 论 家 巴 赫 金 （Ъахтинг，

МихаилМихаЙлович） 则将语言置于主体间的交

往对话的场域中来理解言语的意义。 他认为，语言

依靠特定语境下的言说行动而获得所表达的意

义， 不可脱离具体历史语境下的言说交流。 他强

调，“语言获得生命并历史地演进，——

—是在具体

词语交流之中， 而不是在形式化抽象化的语言系

统之内， 也不是在言说者的个体心理中。 ”［6］

（P129）语言所表达的意义及其理解“来源于它在

言说者之间的交流中的位置———只在积极回应的

彼此理解过程中实现。 ———不是停留在词语中，

而是体现在言说者和倾听者的互动所产生的效果

中。 ”［7］（P95）在他看来，词语具有对话的互动性，

语言渗透着使用者的对话关系， 仅存在于言说者

间的对话交往中， 对话交往是能够展现语言生命

的真正领域。 语言正是在生动而鲜活的言语之中

表现出自己的旺盛创造力，“谁说话， 谁就在创

造！ ”。正是经由言语或话语，行动者改变言语所发

生的社会语境与自身，参与意义建构、思想表达与

意识互动。 由此可见，在日常社会生活中，无论是

话语的语言，还是言语的话语，都会充满着意义的

争夺与权力的运行。

在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下， 西方学者不断对

话语体系所内含的权力运行逻辑与机制进行微观

剖析与揭示。 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反对语言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建立起语

言的解构主义。 他指出，“能指是漂浮不定的”，并

没有确切的所指， 语言的意义总是处在不确定的

变动之中， 这是因为语言的意义是由符号在差异

系统中的位置所构成的， 而这个位置是由基于差

异的游移而变动不居的。 在他看来，由于意义不是

固定不变的， 话语的意义阐释只不过是各自寻求

不同消遣和快慰的“游戏”而已。 由此以来，对由语

言编织的文本等话语形式的理解与解释就具有不

可通约性， 对文本或文艺作品的阅读与欣赏需要

对话者发挥各自的异质性与语境性， 根据自己的

见解与处境尽情地加以发挥。 让-弗朗索瓦·利奥

塔（Jean-Francois Lyotard）则认为，在后工业社会

中，具有合法化功能的“元叙事”普遍遭到怀疑，其

本身不再具有表达合法化的意义。 路德维希·维特

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的“语言游戏理论”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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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代“元叙事”的主导地位。 既然语言是一种游戏，

那么语句的意义就是由语言游戏的规则确定。 相

同的语句在不同的语言游戏之中， 就具有各异的

意义解读。 由于语言游戏规则的非确定性，就决定

了文本与知识的多元性与异质性。 由此以来，意义

的阐释与理解就缺失客观标准的统一性， 其间充

满着含混性与流变性。 话语表达的确切意义必须

在社会主体间的对话交流与相互审阅的实地处境

中加以把握。 在这其中，存在着意义的阐释权和建

构权的争夺以及话语规则制定权和解释权的斗

争。

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从

后结构主义视角分析了话语所蕴含的权力关系网

络与权力运行机理， 指出话语体系是一种微观权

力的场域。 他认为，现代性本质上是一种支配与统

治的形式， 主体、 知识与语言等不过是它的构造

物。 在他看来，语言、知识、社会制度与主体性等现

代形式实际上是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特定产

物，且具有权力与控制的结构。 他指出，任何事物

都依赖于语言而存在， 脱离语言的事物是难以理

解的。 这是因为人是语言的动物，一切人类社会历

史及其在此过程中所形成的文化都是由人类语言

深处潜藏的无意识的深层结构决定的。 但是，与结

构主义者不同， 福柯并非关注语言系统或语言结

构对语言及其表达意义的本质性决定， 而是更为

关注语言———运用（language-use）及其与社会文

化实践相耦合的形式。 实质上，福柯所关注的是一

种社会实践的话语（discourse）。 福柯以“知识考古

学”的方法，试图追寻话语背后所潜藏的真理与意

义，探究支配我们思想与话语实践的推理理性（la－

rationalitécursive）被“组装”起来的各种随着历史变

迁而变化的规则。 这些规则构成文化的基本信码，

即“知识型”（episteme），并且它决定着特定历史时

期各种经验秩序与社会实践。 在《词与物———人文

科学考古学》一书中，福柯指出，作为主体的人不

再是认识与主宰对象的出发点，而是语言与无意识

的结果，是现代知识型的推论机制的产物；在《诊

所的诞生———医学考古学》一书之中，福柯指出，

现代医疗诊断不再是医生主观意识的结果， 而是

受一套现代医疗话语结构和规则所制约的结果。

随着福柯从知识考古学研究转移至社会制度

和话语实践的谱系学分析（genealogicalanalysis），

他将知识还原为话语， 把话语被置于社会制度与

社会实践之中， 从而揭示出控制与建构着话语结

构的权力关系与权力机制， 并着重分析权力与知

识、真理的关系。约翰·史道雷（John Storey）在评介

福柯关于话语思想与观点时指出： 福柯强调话语

直接与权力相关，“语言———运用及普遍意义上的

文化实践在与语言的其它运用、 其它的文化文本

及实践的对话和潜在冲突之中，被视为‘具有对话

性’。 从这个意义上讲，话语与权力不可分割”［8］

（P96）。 在福柯看来，任何社会的话语生产都会按

照一定程序不断被控制性地选择、组织与再传播，

其间必然存在着权力关系与权力机制的运作。 可

以说，权力生产着特定的话语体系；同时话语体系

也可以经由界定与排除过程的话语建构（discur－

siveformation），来界定言说内容、意义与方式而发

挥权力作用，形成一种“话语权”。 在某种程度上，

谁拥有话语权，谁就成为“真理”的化身，谁就最终

拥有权力。 与此同时，福柯也指出，知识与权力是

直接相互连带的共生体，“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

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 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

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 ”［9］（P29）福柯甚至认

为， 真理无疑也是一种权力意志的话语与权力表

现的形态。 拥有真理者也就是享有并掌握权力者。

正如他所言，“历史， 就是权力的话语， 义务的话

语，通过它，权力使人服从；它还是光辉的话语，通

过它，权力蛊惑人，使人恐惧和固化。 ”［10］（P62）

由于“意义从来就不是不可更改的，而始终是

暂时性的，始终依赖语境。 ”［11］（P110）作为意义

的社会建构的语言与话语始终在试图设定我们思

想所能及的边界，在此期间充斥着意义的谈判、生

产与争夺，展现着复杂的权力关系。 话语作为语言

的个体行为，同语言本身一样，与权力关系休戚相

关。罗伯特·杨格（Robert Young）认为，话语的效果

就是“使人不可能在话语之外去思想”［12］（P47）。

可以说，语言与话语是“一种可怕的权力控制的工

具”，正如利奥塔所言，“如果没有效力就不存在什

么话语”［13］（P41）。 同时， 茱莉亚·克里斯蒂娃

（Julia Kristeva）指出，“权力将属于话语自己，或更

属于言语中表达的评判行为， 其方式不再那么正

统， 而且更为隐秘， 并通过各种依赖于它的符号

（赞歌、绘画、音乐、雕塑）来实现。 ”［14］（P186）因

此， 语言及其实践运用形成的话语是一种权力寓

于其中并运行的载体， 发挥着隐性权力所具有的

功能。

李 山： 文化权力： 文化政治的内在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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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表征系统：意指实践的权力

表征（representation）具有“再现”、“展示”、“表

现”、“表象”等内涵。 表征的外延和内涵最集中的

反映和阐释便是“文化表征”，正如威廉斯所言，表

征最重要的内涵，“即是一个符号、 象征（symbol），

或是一个意象、图像（image），或是呈现在眼前或者

心上的一个过程。 ”［15］（P409） 在托尼·本尼特

（Tony Bennett）等学者看来，“表征”具有“象征”、

“政治” 与“认知” 的意义与内涵。 约翰·费斯克

（John Fiske）则指出，表征是运用符号生产意义的

社会化过程以及这一过程的结果。 它能够将看上

去非相关的碎片化概念连接为一个整体， 并且是

可以将某种抽象化思想观念融入到具体能指之中

的行为过程。 克里斯·巴克（Chris Barker）则认为，

“表征概念最常见的意义是意指实践代表或描述

‘现实’ 世界中的另一对象或实践的系列过程。 ”

“表征不是单纯的反映现实世界，而是一种文化建

构。 ”［16］（P177）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认

为，表征具有符号学意义与神话学意义，不能仅仅

从索绪尔的符号学结构主义角度把握与理解表征

及其建构的意义。 实质上，表征所欲建构的意义不

仅取决于语言的内在结构， 更决定于具体的主体

间交流及其所形成的语境， 在其价值导向上存在

着维护现存权力结构的意识形态性。 在巴特看来，

表征属于有待于阐释的隐蔽性深层意指层面，具

有社会的、政治的与文化的意义，附加着复杂的意

识形态化的信息。福柯从话语/权力理论出发，深刻

指出：知识和意义是经由话语生产的；话语则是表

征及其建构意义的深层渊源。 表征作为话语系统

展现着种种具体的社会关系， 交织着错综复杂的

权力关系。 在他看来，作为文化实践的表征并不是

价值中立地生产意义的封闭性静态符号系统，而

是始终贯穿着主体间的统治与被统治、 支配与被

支配以及主导与被主导的复杂权力斗争的话语实

践。

可以说， 表征是指在特定社会历史时空的特

定文化背景下， 主体间展开诠释与建构生活世界

及其意义的行动过程。 由此可见，表征蕴涵着丰富

的文化政治内涵， 它不仅仅是对现实生活世界直

接通透性地符号反映与再现， 还具有文化建构意

义与意指实践功能。 在当下文化研究中，表征最为

集中的内涵体现便是“文化的表征”和“表征的政

治”［17］（P42）。

霍尔认为，“意义不在客体或人或事物中，也

不在词语中。”“意义是被表征系统建构出来的。它

是信码建构与确定的。 ”共享的“信码确定了概念

和符号间的关系。 ”［18］（P29）建立起概念系统与

语言系统之间的相互联系， 并且将意义在不同语

言与文化内部固化与稳定下来。“因此，没有代码

的运作，就没有明白易懂的话语。 ”［19］（P135）共

享信码可以实现说和听的可理解性以及概念和语

言的可转换性， 并使意义在一个文化体系内得以

生产与传播。 文化就是以共享的概念系统与语言

系统以及驾驭它们彼此转换关系的“共享信码”为

依据的。 在特定文化系统内的社会成员无意识地

以语言惯例等形式内化各种信码，“这些信码允许

他们经由其各种表征系统（写作、讲话、姿势、形象

等等）表达特定概念和观念，并且理解由同一系统

传达给他们的各种观念。 ”［18］（P30）但是，由于意

义取决于符号系统与概念系统之间由信码所确定

的关系， 在不同文化模式之下的群体或相同文化

模式之下的不同群体使用的信码或进行的编码存

在较大差异， 所以信码所承载的语言所表征的的

意义就不可能是固定不变的。“说到底，意义并不

内在于事物中。 它是被构造的，被产生的。 它是意

指实践，即一种产生意义、使事物具有意义的实践

的产物。 ”［18］（P33）

由此可见，表征所呈现出来的语言、信码、概

念与意义是一个动态的统一体： 概念经由信码联

结语言，信码经由语言表征世界，世界经由表征具

有意义。 我们通过表征系统理解世界上的一切事

物，生产和交流所获取的意义，不断形成“共享意

义”框架。 于是，表征就具有意指实践与文化建构

的功能。 由此以来，文化就是特定社会或集团的成

员经由表征系统来生产、给予与获取意义，理解与

解释自己的生活世界的综合。 在此意义上，文化也

就不仅是一组静态的文化产品， 更是一个动态的

意义生产过程与实践， 呈现出的是一个文化政治

的场域。 在文化政治运行中，话语在各种表征方式

展现的权力关系中游走， 意义在由差异和语境构

成的表征系统内部“协商、抵制、中断、延宕和悬

置”。“意义调动了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强有力的

感情和情绪。 我们感受到它们相互冲突的拉力、它

们的两难。 ——

—它们界定什么是‘正常’的，谁属

于正常———因而谁被排除在外。 他们被深深地刻

写在权力关系上。 ”［18］（P15）在日常社会生活中，

李 山： 文化权力： 文化政治的内在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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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征的意义不只是存留在我们的“头脑”之中，还

组织与规范着社会生活实践， 建立起保障社会生

活秩序化的规则、标准与惯例。 表征的意义不仅存

在于真实的现实之内，还存在于虚幻的梦想之中：

遥远的房屋可以是温馨的生活； 想象的共同体可

以是温暖的家园；无言的玫瑰可以是忠贞的爱情。

由此以来，意义生产其间的张力、冲突、矛盾及其

对意义的争夺就成为文化表征呈现给现实世界最

核心的主题。 因此，在文化表征的过程存在着意义

再生产与权力机制的运行， 表征成为一种使事物

或世界拥有威廉姆斯所谓的被分享与被争夺之意

义的权力斗争场域。

表征如何成为权力斗争的形式？ 霍尔认为，文

化表征生产意义不仅依赖确定概念与语言间关系

的信码/编码， 还依靠接受者对意义进行的解码。

“意义依靠译解的实践，而译解又靠我们积极使用

信码———编码， 将事物编入信码———以及靠另一

边的人对意义进行翻译或解码来维持。 ”［18］

（P91）只有编码与解码的意义具有普遍的接近性，

才能传达“真实的意义”，否则就会发生意义的扭

曲与损失。 由于编码者与解码者在知识框架、生产

关系结构与技术支持等方面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

异， 讯息传送者对所欲表达的意义进行的特意编

码就不可能完全被信码的接受者对其“真实的意

义”进行接近性解码。 由此可见，意义在传递过程

中具有差序性与冲突性， 在其间会相继存在着不

同的解码类型。 由于意义在信码/编码与解码过程

之中的差异性、流变性与多元性，并非固定不变地

遵循确定性的逻辑关系， 因此意义就始终处在不

断地改变和滑动之中。 意义的改变和滑动，又会导

致特定文化背景与社会结构下的话语的编码与解

码不可避免地会发生改变与变动。 这就使表征“通

向了不间断的意义‘游戏’或滑动，通向了不间断

的新意义和新解释的生产”［18］（P32）， 成为不间

断的意义争夺与权力斗争的场域。 霍尔强调，每一

个确定或赋予意义的编码必须由接受者在特定语

境中从意义上加以解码，才能生成意义，否则就没

有意义。“文化文本的意义并不是被铭写进去的，

其意义必须被‘阐释’”，“也就是说，必须在某种文

化消费实践中被积极地生产。 ”［11］（P109）

在《电视话语的编码与解码》一文中，霍尔详

尽阐述了他的“编码与解码理论”以及其中所潜伏

的权力关系，并将其运用于媒体研究之中。 霍尔所

提出的“编码与解码理论”强调，文化消费者可以

以积极主动自治的方式来解码文本所承载之意

义。 在解码过程中，文化消费者运用“接合理论”，

不断运用挪用、扬弃、重置与链接等方式，解读与

重构文化产品所表征的意义。 在霍尔看来，由于文

化产品的编码者（生产者）与解码者（消费者）之间

的知识框架、 社会关系结构以及物质技术手段的

落差， 必然会导致编码与解码的意义结构并不是

完全相同。 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也

认为，受众的文化类型、社会位置以及物质与符号

资源的差距都会影响到对文化产品所传达意义的

解码，从而形成各种不同的理解与诠释。 因此，解

码过程并不完全依附于编码环节， 两者之间存在

着差序性与流变性。 在文化产品的解码过程中，就

必然存在三种解码形态： 一是霸权式解读（hege－

monic reading）。 文化产品的生产者与消费者共享

符码的意义， 接收者完全按照传播者对文化产品

进行编码时所镶嵌的意义话语展开解码， 接收者

实际上是在编码者预设的占主导地位的符码和规

则的范围内形成对文化产品意义的理解。 二是协

商式解读（negotiatedorc or porater eading）。 文化

产品的消费者并不完全理解或认同生产者所编排

在符码之中的意义， 接收者在解码过程中存在某

种程度的偏离， 在承认编码者的主导性话语霸权

合理性基础上， 结合自身所在集体的社会地位与

文化模式进行解码， 形成一种对文化产品意义的

变通性或妥协性理解。 三是抵制式解读（counter-

hegemonic reading）。 文化产品的生产者与消费者

依赖符码进行编码与解码不存在意义的共享性与

共通性，接收者往往将获取的符号信息进行拆分，

按照自己的规则与处境再整合与再建构， 形成一

种“话语的斗争” 与“意义的政治策略”［20］

（P358）。 由此以来，在编码与解码的过程中，由于

受各种社会历史因素与当下社会处境的影响，受

众会在解码中产生对意义差异性解读， 在此期间

不可避免存在着诸多意义的接合、争夺与重塑，充

满着不同权力关系的交织与斗争。

由此可见， 文化表征始终是一个意义谈判与

权力斗争的场域，充满了表征的政治。 在文化表征

过程中，“文化领域充满了为特定意识形态和特定

社会利益而耦合、 去耦合与再耦合文化文本的斗

争。 ”［11］（P109）由此可见，作为经由语言生产意

义的文化表征是一种文化政治学。 现代社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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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了相互联结而又相互抵制的各种权力关系，

这些权力关系并非是单一的“权力游戏”，而是一

个充满各种政治策略、 权力争夺与相互纠缠的复

杂网络。 这些复杂的权力关系网络都蕴涵着文化

表征对生活世界的意义建构。 文化表征在以文化

文本形式呈现世界意义的同时， 并运用在编码/解

码过程中产生的意义互动形式， 来诠释文化文本

所承载的权力意志， 不断实现日常生活世界的意

义建构。

三、文化空间：空间呈现的权力

空间不只是通常几何学与传统地理学意义上

的自然性范畴， 而更是在社会生产与交往行动中

所形成的社会关系重组与社会秩序建构的辩证性

与异质性实践过程［21］（P103-110）。 空间是社会

生产的结果与再生产者， 正如亨利·列斐伏尔

（Henri Lefebvre） 所言，“空间从来就不是空洞的：

它往往蕴涵着某种意义。 ”［22］（P154）“（社会）空

间是（社会的）产物。 ”［22］（P26）从根本性上而言，

空间是社会生产与生活的基础与产物。 所有的人

类社会生产与生活实践都在空间之内展开， 并不

断再生产出各种各样的新空间形态。“空间性的实

践界定了空间，它在辩证性的互动里指定了空间，

又以空间为其前提条件。 ”［23］（P48）这些社会空

间相互渗透，彼此重叠，不断再生产，推进着人类

社会生产与生活实践之进程。 人类作为主体在各

种空间的创造性社会实践之中所形成的所有社会

关系、 人化物质形式与知性精神产品无不凝结于

空间，并经由空间展现与标识自身之鲜活存在。 同

时，正是在这一过程之中，空间不断生产丰富多彩

的社会生活，构造人们的社会生活方式。 就本体论

而言，空间是社会生活方式的凝聚与动力，甚或就

是社会生活方式的等价物。 由于世界是由人的意

识与思维所构建的意义空间，在这个意义空间中，

整个社会生活方式也是一种意义构成， 并以文化

形式呈现或表征出来。 在某种程度上， 正如爱德

华·伯内特·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以及威廉

斯所认为的，文化是整个社会生活方式的综合。 社

会乃至人的存在及其历史是在社会实践基础上的

“空间文化化”与“文化空间化”的辩证统一。

由此以来，就人类社会而言，空间最终是社会

关系性的文化空间。 正如马克思所言，人的本质在

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人总是社会关

系性的空间存在。 人类的物质性生产与精神性思

维建构着我们的生活世界的空间， 完成社会生活

的意义构成，生成日常社会生活的文化空间；日常

文化空间塑造着我们的行为与思想， 再生产出扩

展性的文化空间。 因此空间总是日常社会生活的

产物，是社会关系性的文化场域，它牵涉到广泛性

的社会交往行动，牵涉到再生产的社会生产关系，

也牵涉到再建构的社会生活方式。 在如列斐伏尔

所言，“空间不是抽象的自在的自然物质或者第一

性物质，也不是透明的抽象的心理形式，而是其母

体即社会生产关系的一种共存性与具体化”。［22］

（P129）在生产关系基础上，人们走进各种特定社

会关系，生产出多样社会关系。 这些生产出的社会

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空间性存在的社会存

在，它们将自己投射于空间，铭刻于空间，“赋予空

间形式、功能和社会意义”［24］（P504），生产着空

间的同时再造着由社会关系编织的社会生活。 由

此可见，“空间弥漫着社会关系； 它不仅被社会关

系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所生产。 ”

［23］（P48）正是在这些交织的社会关系之网中，人

成为具体的现实的空间性的社会存在。 人的存在

的空间也就是人在空间实践中创造自身存在以及

实现人的存在的整个社会生活方式总和的文化空

间。

文化空间是人及其日常生活的意义构成的场

域，充斥着以文化形态呈现的社会生活方式。 文化

空间成为一种日常生活世界的社会意指与具体表

达，具体呈现着现实社会生活方式与样态，代表着

社会基本物质的向度与社会关系的存在， 重塑着

社会内部结构与运行机制。 同时，作为文化空间也

是社会行动与关系网络的前提、 媒介、 产出和再

现。 文化空间内含着空间实践的文化表征与文化

表征的空间再现，展现着文化政治的隐性权力，运

行着话语与表征的权力逻辑，正如列斐伏尔所言，

空间不是某种同意识形态或者政治保持着遥远距

离的科学对象（scientific object），而是始终带有政

治性与战略性， 完全充斥着各种意识形态的产物

［25］（P46）。

文化空间发生着符号政治学的意义争夺。 在

社会交往实践之中， 人类充分发挥主体意识与思

维的创造性， 不断将自身的思想与力量储存与凝

聚于各种构造之物， 持续生产出与被消费的“人

化”的文化产品或文化空间。 文化空间是“一个这

样的空间，既是意识形态性的（因为是政治的），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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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知识性的（因为它包含了种种精心设计的表

现）。 ”［25］（P30）文化空间承载与表征着同特定社

会生活方式的特定主体的想象相契合的哲学、宗

教、道德与审美等文化形式，在不断将这些文化智

慧力量的产品代代相传与过滤性消费的同时，参

与日常生活世界的意义建构， 塑造新的社会关系

结构，开拓社会生活方式。 由此可见，文化空间是

由主体建构的人格化的主题性场域， 在其不断再

生产与消费的过程中存在着话语权力的微观运行

机制与意识形态的斗争逻辑。

文化空间发生着符号政治学的意义争夺。 在

社会交往实践之中， 人类充分发挥主体意识与思

维的创造性， 不断将自身的思想与力量储存与凝

聚于各种构造之物中，持续生产出与被消费的“人

化”的文化产品或文化空间。 文化空间是“一个这

样的空间，既是意识形态性的（因为是政治的），又

是知识性的（因为它包含了种种精心设计的表

现）。 ”［25］（P30）文化空间承载与表征着同特定社

会生活方式的特定主体的想象相契合的哲学、宗

教、道德与审美等文化形式，在不断将这些文化智

慧力量的产品代代相传与过滤性消费的同时，参

与日常生活世界的意义建构， 塑造新的社会关系

结构，开拓社会生活方式。 由此可见，文化空间是

由主体建构的人格化的主题性场域， 在其不断再

生产与消费的过程中存在着话语权力的微观运行

机制与意识形态的斗争逻辑。

文化空间展现着政治学的权力运行。 文化空

间以可检视与可阅读的形式预设了其生产者的话

语体系与意识形态之构想， 隐现着权力关系的纹

理与权力流动的脉络。 城市设计规划、社区建设方

案、博物馆、雕塑、标志性与纪念性建筑、书籍乃至

语言的结构无不渗透着与彰显着特定社会主导性

文化的霸权、 规划设计者的意志与文本叙事者的

价值。 文化空间的生产必然是为了消费的目的而

存在，否则，就没有其存在的价值性与合法性文化

空间。 文化空间在内含着再生产过程的同时，也必

然存在着再消费的过程。 文化空间的消费不是消

费者被动消费文化产品的过程， 而是消费者主动

主观主体性的再解码与意义再建构的过程。 在文

化空间的消费过程之中， 由于生产者与消费者在

文化身份与符码意义等诸多方面的差异性， 不可

避免地存在着生产者人格化的文化产品所欲传达

的编码与消费者对其解码消费并意义再建构所形

成的文化空间的再现或想象之间相似、 近似、分

延、 差异与对立的差序性谱系。 正如列斐伏尔所

言，“每个人都知道， 对使用者和建筑师来说，‘能

指’、‘所指’ 和它们的关联， 不是同时发生的。 ”

［25］（P19）由此可见，在文化空间的消费过程中，

不断上演着文化产品生产者与消费者间之于其意

义的误解、曲解与丢失，发生着文化作品之话语体

系之意义的再建构过程之中的支配、抵抗与斗争。

文化空间成为以往未曾意识却由来已久的政治权

力斗争的新疆域， 成为意识形态争夺与文化权力

运行的场域。 正如福柯所言，“一部完全的历史既

是一部空间的历史，也是一部权力的历史，它既包

括从地缘政治的大战略到居所的小策略， 也包括

从制度化的教室建筑到医院的设计。 ”［26］（P152）

文化空间蕴含着差异政治学的身份认同话

语。 文化身份认同总是在文化空间之内或经由文

化空间不断地建构与再建构， 最终在每个人的脑

海之中鲜活地形成一个在文化上维系身体认同的

“想象的共同体”。 文化空间成为输送着在文化身

份差异性区分与互动界定社会关系过程中所生产

与强化的身份认同力量的场域、载体或媒介，生产

着共同体的想象，维系着特定群体的团结、存在与

发展。 隶属不同文化范畴的人们，运用文化身份的

分类，经由威廉斯所说的空间的“区隔”，从本体论

与存在论维度，实现一种自我和他者的区分，从而

产生出所谓边缘与中心的差异性对立的政治过

程。 伴随着全球化进程快速推进，人们被抛入流动

性的“脫域”状态，过着流动的生活。 对于流动性的

候鸟般居民而言， 乡土性文化和移居地文化都成

为显得非常陌生的意象，已不再是存在的“切实”，

而是建构的“想象”，他们生活在切实与想象间游

移的文化空间。 正如萨尔曼? 拉什迪（Salman

Rushdie） 所言，“肉体的疏离意味着我们永远无法

找回失去的东西。‘家’不只是真实的村庄和城市，

还永远存在我们的想象中”［27］（P9）。 文化空间存

在着文化身份的表征、想象与再现辩证发展，在这

里，文化身份历经着混杂、交叠与碰撞，继而不断

重整、 再造与重建， 展现出各异认同力量间的冲

突、抗争与融合的政治过程。

四、意识形态：思想统治的权力

马克思与恩格斯将观念的生产及其扩散和阶

级斗争、政治权力、阶级统治等联系起来，将意识

形态扩展到社会与政治领域。 自此，意识形态不再

李 山： 文化权力： 文化政治的内在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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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具有严格精确性的观念学， 而成为政治权力斗

争的有效工具， 成为通晓权力为何物的人经由文

化形式建构起来的虚幻想象。 在马克思与恩格斯

看来，意识形态是指“一种支配个人心理及社会集

团心理的观念和表象的体系”［28］（P31）， 它以普

遍性常识形式表达着特定阶级的阶级利益， 以想

象的话语诱骗人们认同当下现存的阶级统治关

系， 屈从既定的政治社会秩序。 在马克思等人那

里， 意识形态成为作为日常生活世界之意义构成

的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成为国家政治权力争夺

的主要阵地， 也成为统治阶级展开国家政权建构

与社会秩序整合的有效媒介。 由此以来，意识形态

成为一种重要隐性权力资源， 在特定社会历史的

国家政治领域， 掌控意识形态成为统治阶级文化

政策的核心内容， 也成为潜在统治阶级展开政治

斗争的重要战略。

在国家政治领域之内， 意识形态成为占据支

配地位，并发挥统治功能的文化形式，安东尼奥·

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将意识形态称之谓“文

化霸权”（cultural hegemony）或“文化领导权”。 葛

兰西认为，如若统治阶级的统治仅仅经由“支配”

的社会控制模式， 违背被支配者的内心良知与心

理愿望， 强迫大众屈服暴力性国家机器的强权压

迫， 那么这极易造成一种僵化的刚性结构在达到

它的承受临界点时分崩离析。 他指出，一个社会集

团要确保自身在特定经济社会之中的至尊统治地

位坚如磐石，统治阶级就应该彰显与强化“知识与

道德领导权”，提供可以容纳被支配社会集团的文

化体系的空间。 这也是支配社会集团的意识形态

发挥驯化与塑造等功能的场域。 在这个文化场域

之内， 享有霸权地位的社会支配阶级持续展开不

同社会集团间意识形态的对话、谈判，不断吸纳，

抑或“折中平衡”（a compromise equilibrium）其它

社会集团的价值与文化。“所以，居支配地位的文

化与意识形态始终都是不同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动

态组合， 或者说统治集团始终都是只能通过与对

立集团的谈判或者协商（negotiation）来赢得自己在

文化与意识形态领域的支配地位。 ”［11］（P232）不

断再生产着巩固社会支配集团统治合法性的意义

源泉与社会心理。 在特定历史阶段，特定社会的统

治阶级要捍卫自己在经济社会上的领导地位，必

然会充分利用自己的强势的意识形态话语及其文

化形态作为劝诱工具， 诱导被统治阶级自觉接受

它的世界观、政治文化与道德规范，从而心甘情愿

地被“收编”到统治阶级设定的历史叙事之中。“一

个社会集团能够， 事实上也必须在夺得统治权力

之前，就先已来实施‘领导权’（就赢得这类权力来

说，这确实是一个主要条件）。 当它实施权力的时

候，因而便占据了支配地位，但是即便它牢牢将权

力握在手中，它也必须继续来‘领导’下去。 ”［29］

（P57-58）

葛兰西将意识形态的文化霸权又称之谓“文

化领导权”。 文化领导权理论内在逻辑就是支配社

会集团经由呈现日常生活世界的表征意义与大众

文化的意识形态化， 将自身的阶级利益籍借精心

装扮成全体社会成员所欲求的普遍性公共利益或

大众利益， 运用形式上价值中立之话语捍卫自己

社会集团的社会支配地位。 实现文化领导权主要

借助市民社会之中某些具体教育机构、 大众传媒

与家庭教育等文化机构与机制来运作。 但是，这些

承担社会化功能的文化机构实质上并非是价值中

立的文化传承载体， 而是不断为支配社会集团所

“殖民”或俘获，逐步雕刻上自己意识形态的烙印，

并赋予其以所谓“常识”的形式。 正如葛兰西所言，

这些机构“总在一起构成统治阶级政治的或文化

的领导机关。 ”［30］（P217）如此以来，支配社会集

团运用包裹着自己内在经济社会欲求的喜闻乐见

的大众文化形式， 静静悄悄地夺取市民社会的支

配权，进而建立起稳固的政治国家的霸权。 在葛兰

西看来，在政治国家领域之中，统治权的获取与巩

固不再完全依靠传统意义上的暴力国家机构的强

权压制， 关键在于能够掌控将各异的意识形态同

化入处于支配地位的社会集团所倡导的意识形态

的话语框架之内的文化霸权， 即夺取市民社会的

文化领导权。 唯有掌握市民社会的文化领导权，方

可问鼎政治国家的最高权力。 在某种意义上，意识

形态成为政治权力斗争的策略， 成为政治秩序巩

固与经济社会整合的工具， 成为国家文化政治的

媒介。

路易·皮埃尔·阿尔都塞（Louis Pierre Al－

thusser） 也从文化政治学维度扩展意识形态的概

念， 将意识形态视为社会生活世界所生产的权力

关系的文化再现， 它可以作为国家与社会文化治

理的重要策略与媒介。 他指出，意识形态是具有独

特逻辑与表征体系的隐性权力形式， 如形象、神

话、观念或概念体系等，是历史地存在于特定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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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形式之中， 并作为历史力量而发挥着作用

［31］（P227-228）。 在他看来，意识形态是人类对其

真实生存条件的真实和想象的“多元决定”

（overdetermination）的统一，它一方面确指一系列

现实的存在， 另一方面又无法提供认知现实的工

具以说明存在的本质。 阿尔都塞指出，意识形态是

无处不在的流动性的微观存在， 它包含着对一切

社会现实的再现和一切社会惯习的规约， 牵涉到

社会构成及其权力关系， 具有构建主体的普遍功

能。 意识形态的存在及其功能的发挥依托一系列

社会机构与其相关的社会实践。 具体而言，依托于

像家庭、教育制度、教会、大众传媒等“国家机器”，

它们被阿尔都塞称之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之

所以称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除了强调意识形

态隔离了我们与自己的现实社会生活状况的关

系， 从而形成一种服膺所谓的主流社会秩序的想

象（我们如何认识世界），以及与之相应的社会主

体性（我们是谁）之外，还强调意识形态不仅是脑

海之中的错误意识或扭曲观念， 而且还是经由意

识形态机器所导引的不断产生现实作用的物质性

实践。 在意识形态的支配下，在日常生活世界的社

会实践中， 我们不断复制主导性的社会秩序和文

化想象，自觉遵循着“事情应该怎么做”的那些看

似理所当然的规矩。 这些“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承

担着将具体个体建构为主体的教化功能， 成为塑

造主体性的载体与工具，它们不仅传播，甚或灌输

捍卫统治阶级政治统治合法性的宏大叙事， 也驯

化， 甚或再生产处于被统治地位阶级的政治社会

态度与社会行为模式。“个人被揪出来又被安置进

去，打造成为意识形态之中的主体。 ”［32］（P169）

意识形态经由蓄谋已久的巧妙设计的操纵与欺骗

将个体的思维、 行为等纳入的貌似合理的特定话

语与规范等文化形式的规训体系之下， 使他们成

为屈从特定文化霸权的治理对象。

在此之后， 意识形态的概念逐步被扩展到日

常生活世界的意义领域， 同作为表征与再现的文

化范畴相结合，被阐释为一种文化政治学的概念。

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在《意识形态与乌

托邦》一书中，对意识形态概念进行文化政治学的

阐释，试图建构起一种意识形态的总体概念。 在他

看来， 现实生活世界是由主体意识参与其中展开

意义构成的文化世界， 在生活世界的确定社会环

境的文化体系之中不断产生出， 并活动着特定的

意识形态。“人类思维中的意识形态成分总是与思

考者的现存生活状况密切相联的。 ”［33］（P80）与

特定社会生活方式所形成的文化模式相关。 他认

为， 意识形态是我们在社会集体生活中设法掌握

的社会实践经验以及思想观念的知识体系，也“可

以被视为受社会环境所制约的、是人们（包括参与

意识形态分析的人们） 所共有的思想与经验模式

的交织体系。 ”［34］（P54）意识形态成为建构一个

时代或社会集团的世界观与价值观的思想文化体

系， 成为指导维持现存政治社会秩序与控制社会

现实的工具。 在社会生活中，文化组织与文化工作

者（知识分子）承担着意识形态的生产与再生产功

能，他们将会成为国家与社会治理的重要载体。

爱德华·汤普森（Edward Thompson）则认为，

文化总是寄身于活生生的民众生活实践的语境之

中，存在于阶级冲突和斗争的关系之内，从而建立

起“各种特定的生活方式”。 因而，汤普森指出，阶

级等社会集团诞生于一个特定历史过程之中的社

会文化语境， 并将其视为一种社会文化结构：“当

有一群人处在继承或者分享的共同经验， 并意识

到彼此间存在着共同利益， 并且把这些共同利益

结合起来， 抵抗其他人的与之不同（通常是相反

的）利益形式时，阶级便诞生了。 ”［35］（P8-9）为特

定社会集团的利益与意志进行诠释、 论证与辩护

的文化体系不断系统化后，意识形态也就产生了，

它是“最浓烈意义上的一种‘文化’的同时，也是一

种必须被视为特定阶级鲜活的支配和屈从的文

化”［36］（P110）。 正如约翰·B. 汤普森（JohnB.

Thompson） 所言，“意识形态现象就是只有在特定

社会—历史环境中服务于建立和支撑统治关系的

有意义的象征形象。 ”［34］（P62）在政治社会领域

的特定环境中， 当文化可以服务于维持特定统治

关系与权力之时， 文化便转化或呈现为一种意识

形态，实现文化的意识形态化；当意识形态凭借包

含着话语、知识、思想、文本与审美等的多元文化

“拼合物”发挥功能之时，意识形态便装扮成大众

文化的普遍形态，实现意识形态的文化化。 也正如

阿尔都塞所言，每一件艺术作品，都是由意识形态

的意图产生出来的。 皮埃尔·马歇雷（Pierre

Macherey）也认为，文学是以意识形态为原料所进

行的生产活动， 是对意识形态材料加以赋形的活

动。 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强调，“审美就

是意识形态”［37］（P91）。 由此可见，权力不断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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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形态的文化框架内生产与再生产， 实现着社会

集团的沉浮与政治社会结构的变迁。 在人类历社

会历史发展之中， 意识形态的文化或文化的意识

形态是一种势在必行的世界观与价值系统的建构

机制，成为举足轻重的社会统合的隐性权力。 政治

权力的再生产与运作以及社会的稳定性与统合性

都离不开内含着权力斗争的意识形态的文化。

由此可见， 意识形态是一种特定社会群体论

证社会价值分配合理性与合法性以及驯化人们思

想与行为以顺从这一宗旨的特定文化体系。“尽管

最初的修辞和象征常常被保留下来， 但其内容却

在时间变迁中得到了微妙修正， 以证明那些支持

统治阶级社会权力的已有社会规范和社会控制的

合法。 ”［38］（P62）于是，一切社会集团都存在着自

己的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并不是一种普遍意义的

真理体系， 而是一种夺取社会价值分配份额与社

会结构上升位置的虚情假意的权力面孔。 在福柯

看来，权力是一种无所不在与无时不有的、既渴望

获取而又难以摆脱的社会罪恶。 这种权力总是同

意识形态结盟并进， 形成一种两者之间的“共生

体”。 意识形态的叫嚣与扩展不是旨在建立与肯定

一个自由的主体， 而是制造出一种与日俱增的奴

性，迫使接受者屈从它本能的暴力。 可以说，意识

形态的外面披着的是所谓知识或者虚假意识的外

衣，而内在隐藏的实质却是权力的冲动。“我认为

意识形态的概念可以用来指特殊情况下意义服务

于建立并支持系统地不对称的权力关系的方

式———这种权力关系我称之为‘统治关系’。 就广

义而言，意义形态就是服务于权力的意义。 ”［34］

（P7）意识形态成为一种在场又不在场的飘忽不定

的权力幽灵，它通常被比附为真理性知识体系，试

图建构特定主导集团的世界观， 并论证他们的权

力地位与权力行使的合法性。 正如克里斯·巴克

（Chris Barker）所言，“作为这样的概念，意识形态

就不能视为单纯的统治工具， 而应被看作具有特

定后果的话语， 牵涉到社会关系所有层面上的权

力关系。 ”［39］（P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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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 正是因为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的“个体

化”和“公共性的消解”导致了农村宗教尤其是基

督教的快速发展。 农村宗教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

不妨解读为农村公共生活衰落和亟待重构的一种

变相反应。

这些发生在乡村社会的变化， 其实已经弥漫

于整个当代中国社会了。 重建中国社会的公共性，

将成为目前中国文化建设最紧要的历史使命。 可

是，对此所进行的研究却严重不足。 对于我们这些

生逢当代、 恰逢中国社会的学者而言， 不但十分

“幸运”，而且也有历史责任，去研究当代中国现实

社会文化发展和建设问题———当代中国社会正处

于急剧转型时期，甚至可以说，当下中国处在千年

未有之变革时代， 这给我们这些从事社会科学研

究者提供了极好的切身体验和思考的机遇， 我们

没有理由不去理会它，因为我们的苦乐痛痒、愁闷

与喜悦、激情与梦想无不跟这个时代、跟当下中国

社会紧密关联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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